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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

素生产率都保持长期增长。这些典型事实与经典发展经济学推崇制造业作为经济增

长引擎的理论内涵高度一致。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全要

素生产率同时下降，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出现了 “过早去工业化”的倾向，加大了落

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传统产业发展

的质量和效益，是中国当前工业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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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经历近４０载的快速增长，中国迈入了中上等收入阶段，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也

发生了变化，要求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从高速增

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基本特征的 “新常

态”。培育壮大新动能、加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不仅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

成，还关系到我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能力建设。同时，中国作为全球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主引擎和稳定器，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顺利迈向高收

入阶段，也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回头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可归因于，在经济全球化 “大稳定时期”快速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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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进程。这个发展过程也常被提炼为，中国发挥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深入参

与国际产业分工，向更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了潜在经济

增长率。就在中国成为了 “世界工厂”、 “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 “世界第一出口大

国”之际，传统工业化模式正面临着现实和理论的多重挑战。第一，中国劳动力不再

无限供给，劳动力成本连年快速上涨，支撑中国快速工业化的传统比较优势趋于弱

化，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拓展非制造业活动，出现了 “脱实向虚”的趋势。第

二，随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越来越多的人士提议 “退二

进三”，主张以服务业作为增长的动力部门。第三，一些服务业行业借助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在短期内形成了一批高速成长的 “明星”企业，与大量传统制造业企业的

经营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造成制造业企业坚守实体经济的信心不足。第四，近年

来，我国一些传统工业区①经济增长出现了 “断崖式”下滑，工业化模式受到的质

疑剧增。第五，国家 “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加之公众空前关注环境

质量，传统工业发展方式的弊端也暴露得更为明显。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去

工业化”思潮影响空前，“退二进三”有从东部极少数发达地区向全国蔓延之势。

然而，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去工业化”的主张同样面临着新的问题。第

一，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仍然需要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服务业能否支撑像中国这

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第二，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服务业增加值

占ＧＤＰ的比重，虽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稳定性都

明显下滑，正在重新认识并强化制造业的功能。然而 “去工业化易，再工业化难”。② 我

国能否承受 “去工业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第三，一些地方片面地

将发达国家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比高的结果，当作经济增长的目标和手段，在发展

服务业时存在 “拔苗助长”的现象。例如，通过政策刺激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等服务业

的投资，反而积累了结构失衡的巨大风险，迫切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房地

产市场 “去库存”，在金融部门 “去杠杆”。第四，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工业化

国家深刻反思 “去工业化”的得失，认为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仍然是大国竞争的根基，

纷纷提出 “制造业复兴战略”、“产业振兴计划”和 “工业４．０计划”等再工业化战略，

试图以更高水平的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应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

面对上述结构性变化，需要系统探讨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的战略选择问题。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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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全国数十个资源枯竭型城市。
典型的区域是北京市和上海市，两地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已经分别超过８０％
和７０％。根据本文作者多年在两市的跟踪调研，两地普遍存在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快速

下降后，产业增长减速、产业竞争力提升缓慢、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缺乏产业 基 础，以

及应对新一轮产业变革主动性下降等问题，区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有所减弱。为此，
上海市 “十三五”时期为了防止产业空心化，提出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保持在２５％左右

的目标，并通过设定工业用地下限，强化制造业发展的要素支撑。



都与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方式密切相关。如果忽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可能会酿成 “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以致因新旧动能转换失

灵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评述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

表性研究，探讨经典工业化理论和去工业化研究对中等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发展的启

示。第三部分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东亚经济体为比较对象，总结其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典型事实及其理论内涵。第四部分探讨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是

否存在 “过早去工业化的”的风险和应对思路。最后为小结。

二、中等收入陷阱与工业化：一个理论评述

（一）对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评述

一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国跃出低收入国家行列后，人均收入增长长期

停滞，无法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一种稳态。① 假如一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是相对稳定

的，那么人均收入增长长期停滞的主因便是经济增长减速。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包

括两个方面。一是识别一国传统经济增长的动力，探明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

风险点。二是甄别一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开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路径。在此

基础上，政策研究与决策的主 要 任 务 是，选 择 恰 当 的 政 策 工 具 加 速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促进发展阶段的平稳过渡。对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文献基本上按照上

述逻辑展开。一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源自于经济

内部的结构性变化。然而，学术界对推动中国增长的关键结构存在多重解释，对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和政策也有不同的主张。

一是人口结构和要素结构的解释。蔡昉等学者强调，中国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不

仅具有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而且推动了资本形成，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但是，随着 “刘易斯拐点”出现后人口红利趋于耗尽，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

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 险。新 发 展 阶 段 提 高 潜 在 经 济 增 长 率，需 要 人 力 资 本、

要素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等的提升。② 更为一般性的，林毅夫强调要素结构与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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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之间的内生关系，① 认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得益于顺应要素禀赋结构，

选择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按照新的比较优势，推动产业

升级。②

二是产业结构的解释，关注长期增长中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其一，经典产业

结构理论总结了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指出产业结构或者就业结构转移的路径是，

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③ 按该理论预测，当中国经济发展到

较高水平后，服务业具有很大的增长 潜 力，在 经 济 总 量 中 的 重 要 性 将 明 显 增 加。④

从长期趋势看，这一判断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问题是如何较为准确地把握发展阶

段转换的时间节点。其二，更多的观点则忽视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采用了产业结

构 “对标”的思路，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占比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

可能会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⑤ 这些研究的基本主张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甚

至主张以服务业的增长作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引擎，建议我国发展战略由重点支

持工业化逐渐转向支持 服 务 业。⑥ 本 文 认 为，这 类 研 究 有 三 点 可 商 榷 之 处。第 一，

经典产业结构理论以传统产业分类法为基础，而新技术的持续推动使制造业服务化，

以及服务业制造 化 的 融 合 发 展 模 式 日 益 明 显，弱 化 了 经 典 理 论 赖 以 成 立 的 统 计 基

础。⑦ 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全球资本、贸易、技术、人才和知识流动空前自由

的背景下，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得以实现的。中国的产业结构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

系，而经典产业结构理论则根据发达国家在旧的全球体系中，对外产业转移之后的产

业结构演进特征进行的经验归纳。时代背景和工业化模式的差异削弱了经典产业结构

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借用经典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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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理论时，应首先选取可比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对当今

中国的指导意义相对有限。

此外，一些制度研究者认为，中国如果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源自制度束缚

而失去赶超能力，只有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才能增强经济增长动力。① 另有一些文

献综合研究了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② 但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较为松散。

本文认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应立足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

式。对于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而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才是新旧动能转换的

关键，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已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现有研究承认制造业

转型升级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性，但未对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

的发展进行专门的讨论，难以对上述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的悖论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

因此需要将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研究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的工业化战略问题。

（二）对经典工业化理论的再考察

在经济发展学说史上，工业化思想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术脉络，数百年来引领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③ 现代工业化理论至少可以回溯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一些农业国家仍处于欠发达阶段，存在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剩

余人口，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如何在全欧洲范围利用这些 “闲置的”人力资源，并

改善他们的 生 活 水 平，成 为 当 时 重 要 的 发 展 目 标。保 罗·罗 森 斯 坦·罗 丹 （Ｐａｕｌ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的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开山 之 作。④ 他 提 出 了

两种基本的发展模式：引导剩余劳动力流向资本 （即移民模式），或促进资本流向

剩余劳动力 （即 工 业 化 模 式）。由 于 国 家 之 间 移 民 安 置 会 引 发 严 重 的 经 济 社 会 问

题，工业化模式被认为更具 经 济 可 行 性。但 是，罗 森 斯 坦·罗 丹 推 崇 工 业 化 模 式

的主要理由，在于工业生产相 比 于 传 统 农 业，具 有 更 强 的 产 业 关 联 性 和 更 高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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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许成钢：《２０１４年，中国深化改革的动力在哪里？》，《人民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相关论文 集 参 见 庄 巨 忠、保 罗·范 登 堡、黄 益 平 主 编： 《中 国 的 中 等 收 入 转 型》；Ａ．
Ｌｅｗｉｎ，Ｍ．Ｋｅｎｎｅｙ　ａｎｄ　Ｊ．Ｍｕｒｍａｎｎ，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Ｏｖｅｒ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关于工业化经济思想史和政 策 史 的 研 究，参 见Ｅ．Ｒｅｉｎｅｒｔ，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２００４；

Ｈ．Ｊ．Ｃｈａｎｇ，Ｂａｄ　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ｓ：Ｔｈｅ　Ｇｕｉｌｔｙ　Ｓｅｃｒｅｔｓ　ｏｆ　Ｒｉ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８；Ｈ．Ｊ．Ｃｈａｎｇ，Ｋｉｃｋ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ｔｈｅ　Ｌａｄｄｅｒ：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Ｒｅ－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Ｎｅｏ－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ｔｈｅｍ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赖纳特、贾根良主编： 《穷国的国富

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Ｐ．Ｎ．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Ｒｏｄ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５３，ｎｏ．２１０／２１１，１９４３，ｐｐ．２０２－２１１。



工水平，更容易发挥规模报酬递增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效应。① 因此，他主张 “统筹

投资”，大规模地推进工业化，快速提高生产要素的动态配置效率，有力带动欠发达

地区经济起飞。

沿着罗森斯坦·罗丹的 “大推动”思路，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产生了一批研究

欠发达国家如何快速工业化的理论，被统称为经济经典发展学或经典工业化理论。②

它们延续了非均衡发展的思路，认为某些经济活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产业

带动效应、更高的分工水平以及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将生产要素配置于这些活动，

便可提高经济增长率。近年兴起的演化发展经济学，在经典工业化理论中加入了熊

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发展 “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可视为经典

工业化理论的升级版。③ 在理论上精炼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特点，集中体现为两

个方面。一是与规模相关的经济 （规模经济），包括一个部门自身的规模报酬递增，

以及通过前后向联系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二是与效率相关的经济 （效率经济），包括

专业化和分工、技术创新、资本深化和人力资本等。在当时的技术经济条件下，发

达工业化国家基本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制造业广泛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

效率取得了明显提升，全社会的技术创新也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因此，经典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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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产 业 分 工 与 报 酬 递 增 相 互 促 进 的 经 典 研 究，参 见 Ａ．Ａ．Ｙｏｕ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８，ｎｏ．１５２，１９２８，ｐｐ．
５２７－５４２．外 部 经 济 源 自 马 歇 尔 的 经 典 研 究，参 见 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ｔｈ　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３，ｐ．２２。
这一时 期 代 表 性 的 工 业 化 理 论，参 见 Ｗ．Ａ．Ｌｅｗ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ｖｏｌ．２２，ｎｏ．２，１９５４，ｐｐ．１３９－
１９１；Ａ．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Ｇ．Ｓｉｒｋ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７２，ｎｏ．３，１９５８，ｐｐ．４６９－４７１；Ｗ．
Ｗ．Ｒｏｓｔｏｗ，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Ａ　Ｎｏｎ－Ｃ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ｐｐ．１２－１３；Ｊ．Ｃ．Ｈ．Ｆｅｉ　ａｎｄ　Ｇ．Ｒａｎｉ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９，ｎｏ．２，１９６９，ｐｐ．３８６－４００；Ａ．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　Ｂｏｏｋ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Ｂｅｌｋｎａｐ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ｐ．８－１１．一些同时期的学者研究了工业化导致世界

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参见Ｈ．Ｓｉｎｇｅｒ，“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ｉ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１９５０，ｐｐ．４７３－
４８５；Ｒ．Ｐｒｅｂｉｓｃｈ，“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９，ｎｏ．２，１９５９，ｐｐ．９５１－９７３。
“高质量的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是：陡峭的学习曲线、高产出增长率、技术进步快、研

发密度高、“干中学”、不完全信息、动态不完全竞争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高产业集

中度、高 进 入 退 出 壁 垒、高 品 牌 附 加 值，等 等。参 见 Ｅ．Ｒｅｉｎｅｒｔ，ｅ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ｐ．５３．



济学家一致认为，制造业是最为重要的 “增长引擎”。① 这些理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

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指导我

国快速推动工业化的重要理论依据。②

本文认为，虽然在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和经济发展阶段之下产业形态有所变化，

但是经典发展经济学对 “高质量经济活动”在经济增长中关键作用的强调，却具有理

论一般性。第一，经典理论研究如何提高欠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这与中等

收入经济体如何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以迈向高收入阶段高度一致。第二，经典理

论主张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本质上是要甄别并培

育 “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与迈向高收入阶段要求打造新动能的目标高度一致。第三，

经典理论强调政府通过实施发展战略 （或产业政策）创造结构红利，与迈向高收入阶

段所需的制度变革释放改革红利高度一致。

因此，只要准确把握经典工业化理论的内涵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动态配置效率，

就可以超越其政策主张的时代局限性，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和发展阶段充分发掘潜

在增长率。即便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后，只要制造业仍具有

生产效率提升的空间，就可以推动更高水平的工业化，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成功

迈向高收入阶段。对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说，这一理

论启示无疑更具现实意义。它超越二三产业间的动力之争，聚焦新兴工业化国家进

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的制造业发展问题。

（三）对去工业化与过早去工业化研究的评述

２０世纪中期以后，老牌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占比显著下降，一些曾因工业发展

而繁荣的地区沦为 “锈带”。这些现象日益引起了对 “去工业化”问题的关注。③ 英

国作为近代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更早地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一些学者基于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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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 见 Ｎ．Ｋａｌｄｏｒ，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Ａｎ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
需要强调，具有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这是经典发展经济学主张发展制造业的前提条件。
如果其他经济活动也满足这些条件，同样具有促进经济更快增长的功能。例如，随着技术

的发展，农业和服务业中的一些活动也具备了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特征。经典发展经济

学所推崇的 “高质量经济活动”，不应作为选择特定部门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经济史中出现过多次以 “去工业 化”为 手 段 弱 化 他 国 竞 争 力 的 案 例。如 英 国 封 锁 和

限制美国和印度等殖民地发展工业；二战 后 期 盟 国 拟 定 的 制 裁 德 国 的 “摩 根 索 计 划”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Ｐｌａｎ）。参见 Ｈ．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ｓ　Ｏｕ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ｐ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４５，ｐ．２４；Ｅ．Ｐｅｎｒｏ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３，ｐ．２９１；Ｅ．Ｒｅｉｎｅｒｔ，Ｊ．
Ｇｈｏｓｈ　ａｎｄ　Ｒ．Ｋａｔｔｅｌ，ｅｄ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６，ｐ．７２２．



化的特征分析，探讨了制造业效率与去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拓展了规模经济与

效率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① 一些研究区分了 “良性去工业化”和 “恶性去工业

化”。前者表示制造业生产效率快速提升，劳动力向其他部门分流，不会出现严重的

失业问题。后者表示制造业产出或生产效率下降后，失业不能被其他部门充分吸纳，

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② Ｔｒｅｇｅｎｎａ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

值理论，将两类去工业化重新加以理论化，考察一国的劳动是否从剩余价值的生产

活动中分流至非生产活动。③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后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引发了激烈

的政策讨论，涉及是否要采用 保 护 主 义 政 策 维 持 一 国 高 工 资 的 制 造 业 就 业。对 此，

以Ｋｒｕｇｍａｎ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根据 “次优”理论，认为美国去工业化和贸易竞

争力下降是由国内产业 “扭曲”造成的，不可能仅通过贸易政策加以解决。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去工业化现象蔓延至一些高速增长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和中等收入经济体，⑤ 发展中国家 “过早去工业化”（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⑥ 其中Ｒｏｄｒｉｋ的最新一项跨国研究，为过早去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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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Ａ．Ｓｉｎｇｈ，“ＵＫ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ｎｏ．２，１９９７，ｐｐ．１１３－１３６．
参 见 Ｒ．Ｒｏｗｔｈｏｒｎ　ａｎｄ　Ｊ．Ｗｅｌｌｓ，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ｐ．５－６．
Ｆ．Ｔｒｅｇｅｎｎａ，“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８，ｎｏ．６，２０１４，ｐｐ．１３７３－１３９０．
Ｐ．Ｋｒｕｇｍａ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５４７３，１９８６．
关于 全 球 范 围 内 去 工 业 化 现 象 的 经 验 分 析，参 见 Ｒ．Ｒｏｗｔｈｏｒｎ　ａｎｄ　Ｒ．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ｙ，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ＷＰ／９７／４２，

１９９７；Ｆ．Ｔｒｅｇｅｎｎ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ｉｎｇ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３，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３３－４６６；Ｆ．Ｔｒｅｇｅｎｎａ，“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５７，２０１１．对

去工 业 化 现 象 的 一 般 性 解 释，参 见Ｊ．Ｐａｌｍａ，“Ｆｏｕｒ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　Ｊ．Ｏｃａｍｐｏ，ｅｄ．，Ｂｅｙｏ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２００５，ｐｐ．７５－９３．
参见Ｓ．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ａｎｄ　Ａ．Ｓｉｎｇｈ，“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　Ｋａｌｄｏｒｉ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ｐｅｒ，ｎｏ．２００６／４９，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ＵＮＩ－
ＷＩＤＥＲ，２００６；Ｊ．Ｐａｌｍａ，“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　Ｓ．Ｄｕｒｌａｕｆ　ａｎｄ　Ｌ．Ｂｌｕｍｅ，ｅ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ｎｄ　ｅｄ．，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ｐｐ．４０１－４１０；Ｍ．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ａｎｄ　Ａ．Ｍａｒｔｉｎｓ　Ｎｅｔｏ，“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ＣＬＡ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２０５，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ｃｅｐａｌ．



提供了大样本经验证据，以１９９０年为界，一国制造业占比达到峰值时，人均收入水平

仅约为之前的４０％。①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制 造 业 “未 富 先 衰”，

与高收入国家的去工业化存在显著差异，应高度重视过早去工业化的经济与政治后

果。大量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别研究也表明，“过早去工业化”后制造业规模经济

和效率经济的衰退，是导致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重要因素。②

根据已有的去工业化研究文献，若对去工业化进行规范分析，那么基于效率提

升的制造业占比下降是可接受的，而由效率恶化导致的制造业萎缩则需要严加防范。

中国亟需防范 “过早去工业化”。忽视经济发展阶段和生产效率分析，片面对标发达

国家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极可能酿成 “过早去工业化”的潜在风险。然而在

全球大量经济体去工业化的背景下，少数东亚工业化经济体在中上等收入阶段，有

效防止了 “过早去工业化”，其经验尤其值得总结和理论剖析。

三、制造业调整的 “典型事实”：东亚高收入经济体的经验

（一）可比经济发展阶段的选取：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现有文献通常采用两种方法

定义中等收入陷阱。③ 一是采用绝对人均收入标准，如世界银行将２０１５年人均收入

处于１０２６—１２４７５美元之间的国家定义为中等收入国家，如果这些国家长期滞留在此

水平，则可认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一些研究分析一国人均收入水平与经济

增长率之间的统计关系，为中等收入阶段的存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等发

现，当高增长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１７０００美元后，④ 增速会下降２个百分点。⑤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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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ｏｒｇ／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ｎｄｌｅ／１１３６２／４０２４１／Ｓ１６００５０３＿ｅｎ．ｐｄｆ，２０１７年５月３日。

①　Ｄ．Ｒｏｄｒｉｋ，“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ｖｏｌ．２１，

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１－３３．
参 见 Ｅ．Ｐａｕｓ，“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ＥＣＬＡＣ－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２５０，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ｏ．ｃｅｐａｌ．ｏｒｇ／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ｈａｎｄｌｅ／

１１３６２／３６８１６／１／Ｓ２０１４３００＿ｅｓ．ｐｄｆ，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Ｍ．Ｃｒｕｚ，“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９，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３－１３７．
参见 Ｆ．Ｇ．Ｉｍ　ａｎｄ　Ｄ．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ｓ：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６，ｎｏ．３，

２０１５，ｐｐ．１－３９．
按照购买力平价和２００５年美元计算。

Ｂ．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Ｄ．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Ｋ．Ｓｈｉｎ，“Ｗｈｅｎ　Ｆａｓｔ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１６９１９，２０１１．



庆 等 利 用 麦 迪 森 的 世 界 经 济 千 年 统 计 研 究 发 现，过 去１００年 间 有４０个 经 济 体 人

均ＧＤＰ达 到７０００美 元，其 中 有３１个 在 随 后１０年 的 ＧＤＰ平 均 增 速 比 此 前１０
年 平 均 下 降 了２．８个 百 分 点。①有 学 者 批 评 该 方 法 存 在 一 定 的 主 观 性 和 随 意 性，

主 张 采 用 相 对 人 均 收 入 标 准，将 中 等 收 入 经 济 体 与 同 期 高 收 入 国 家②的人均收入

比，长期维持在一定水平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③ 鉴 于 拉 美 绝 大 多 数 国 家 和 东 亚

少 数 经 济 体，被 普 遍 认 为 是 陷 入 和 跨 越 中 等 收 入 陷 阱 的 典 型，一 种 可 行 的 确 定

中 等 收 入 陷 阱 上 下 限 的 方 法 是，对 比 两 类 经 济 体 的 相 对 收 入 水 平。本 文 认 为，

后 发 国 家 的 工 业 化 和 经 济 发 展 本 质 上 是 对 发 达 国 家 的 赶 超，产 业 追 赶 的 绩 效 是

其 相 对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最 重 要 的 决 定 因 素。④ 因此，本文倾向于采用后一种方法定

义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 利 用 格 罗 宁 根 增 长 与 发 展 中 心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ｅｎｔｒｅ，ＧＧＤＣ）数据库，计算拉美和 东 亚 经 济 体 与 同 期 美 国 的 人 均 收 入 （均 以 购

买力平价ＰＰＰ计算）比值 （见图１）。结果显示，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１０年，大

部分拉美经济体的相对人均收入长期处于２０％—４０％之间。东亚经济体的表现显著

不同。１９７８年，亚洲只有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的相对人均收入超

过了４０％；中国台湾 地 区 和 韩 国 的 相 对 人 均 收 入 相 继 于１９８９年 和１９９１年 突 破 了

４０％的上限；马来西亚和泰国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区间，此后长达约２０
年都没有突破４０％，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据此，本文将相对人均收入

长期保持在２０％—４０％的经济体，视为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１９７８年，中国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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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该研究特别 指 出，巨 大 的 经 济 规 模 和 诸 多 结 构 性 问 题 很 可 能 会 使 中 国 落 入 中 等 收 入

陷阱。

①　王庆、章俊、Ｅ．Ｈｏ： 《２０２０年 前 的 中 国 经 济：增 长 减 速 不 是 会 否 发 生，而 是 如 何 发

生》，摩 根 士 丹 利 研 究 部，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ｒｇａｎｓｔａｎｌｅｙ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ｖｉｅｗｓ／ｄｏｃｓ／１００９２０．ｐｄｆ，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５日。
通常是以美国为标尺。

Ｗ．Ｔ．Ｗｏ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ｉａ　Ｌｅｃｔｕ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ｂｅｔａ．ｎｏ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ａｃ．ｕｋ／ｇｅｐ／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ｓｉａ－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ａｓｉａ－ｗｉｎｇ－ｔｈｙｅ－ｗｏｏ－２０１１．ｐｄｆ，２０１６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Ｊ．Ｌｉｎ　ａｎｄ　Ｄ．
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ｆｏｒｍ，ｖｏｌ．１５，ｎｏ．３，２０１２，ｐｐ．１７１－１９４；朴永燮：《经
济转型与 “中等收入陷阱”：韩国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Ｊ．Ｍａｔｈｅｗｓ，“Ｃａｔｃｈ－Ｕ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１１，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３１３－３３５；Ｊ．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Ｍ．Ｇｏｄｈｉｎ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ｉｎｇ－Ｕｐ，”ｉｎ　Ｊ．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Ｄ．Ｍｏｗ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Ｎｅｌｓｏｎ，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ｐ．５１４－
５４２。



人均收入仅为５．３％，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相当。２００７年，中国相对人均收入超

过了２０％，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 ２０１０年，中国相对人均收入达

到了２６％，相当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的日本、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中国台湾地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韩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马来西亚和２１世纪初的泰国。

图１　拉美和亚洲经济体相对人均收入 （与美国相比）

　　　资料来源：根据ＧＧＤＣ数据库计算。

按照相似经济发展阶段才有可比性的原则，下文研究亚洲主要经济体处于与当

今中国相似发展阶段的制造业调整经验。②

（二）典型事实Ｉ：制造业的规模经济

本文采用多种方法分组别、分阶段计算亚洲主要经济体 （以下简称样本）③ 制

造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以下简称制造业占比）。第一，按照相对人均收入将样

本分为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前者由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四个成

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组成，后者由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正面临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风险的经济体组成。第二，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名义指标测算制造业占比，

没有剔除产业间相对价格变化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在计算制造业占比时，

采用２００５年固定价格，以便更好地识别中长期的结构性变化。第三，为了更细致地

·４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①

②

③

本文再用绝对收入水平法验证中国的发展阶段。２００７年，按照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的数据，中国现价计算的人均ＧＤＰ为２８０７美元和２７０３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相

当于７０８３美元和６８２１美元，刚好处于一些研究提出的７０００美元门槛。可见，无论采

用何种定义，中国都在２００７年前后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经济体制造业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只对各经济

体制造业发展进行历史比较，而不直接进行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比较。
本文选择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马来西亚、泰 国、中 国 和 印 度８个 经

济体，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这８个经济体为亚洲主要工业化经济体；二是

它们具有地理相近性，便于控制全球经济因素的影响；三是它们涵盖了不同经济发展

水平，且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更适合于比较分析。



比较发展阶段转换前后制造业占比的变化，本文将高收入组进一步分为中等收入阶

段和高收入阶段，将中等收入组分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计算

所用数据均来自ＧＧＤＣ数据库。

计算结果表明，制造业占比的上升，贯穿于高收入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

阱前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制造业名义

占比分别上升了２．７、３．７、０．０和３．７个百分点；实际占比则上升得更快，分别为

４．２、１０．３、５．８和８．９个百分点。进入高收入阶段后，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制造

业实际占比不降反升，并没有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 （见表１）。在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的

４０年间，日本第二产业名义占比从４３．７％下降至２６．５％，制造业名义占比年平均

值也从中等收入阶段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的３０．３％下降为高收入阶段 （１９６３—２０１０）的

２７．５％，下降了２．８个百分比，符合经典产业结构理论的预期。但是，一旦剔除了

价格因素，日本制造业实际占比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变化则大相径庭，年平

均值从１４．８％剧增至２３．５％，上升了８．７个百分点，比名义值高出１１．５个百分点，

严重违背了经典产业结构理论的预期。① 韩国的情况更为明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

期，韩国开始出现 “蛙跳式”产业升级，制造业名义占比年平均值在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前后仅增长２．３个百分点，但是实际占比的年平均值却增长了９．４个百分点，

高于前者７．１个百分点。新加坡的制造业名义和实际占比的年平均值都有所上升。

只有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的名义和实际占比年平均值略有下降，接近英美等国在高

收入阶段的去工业化特点。② 从高收入组平均值看，制造业名义占比在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前后下降了１．８个百分点，而实际占比显著增长了５．６个百分点，高出前者

７．４个百分点。东亚经济体制造业实际占比的稳定增长，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存在

高度相关关系，与拉美国家大范围去工业化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文将高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制造业实际占比保持增长的现象称

之为 “典型事实Ｉ”。这一发现具有两方面的直观且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如果中

等收入经济体忽视经济发展阶段，对标发达国家后工业化阶段的产业结构，很可能

造成战略方向上的误判。第二，如果忽视制造业实际占比的变化，仅考察名义占比

的变化趋势，同样可能造成战略方向上的误判。这两种误判相互叠加，可能会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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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认为，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有：（１）
第二产业效率进步更快，导致制造业产品价格下降；（２）第二产业产品可贸易性更强，
更利于地区间流动，更容易形成竞争性市场而导致价格下降。参见 Ｗ．Ｂａｕｍｏｌ　ａｎｄ　Ｗ．
Ｂｏｗｅ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ｒｔ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ｌｅｍ　ｍ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ｕｎｄ，１９６６，ｐ．３９０．
Ｓｅｌｙａ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３１８个乡镇的工商统计数据，认为１９８６—２００１年该地区并未去

工业 化，而 是 进 行 了 产 业 结 构 调 整。参 见 Ｒ．Ｍ．Ｓｅｌｙａ，“Ｔｈ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ｕｍ，ｖｏｌ．２７，２００７，ｐｐ．７０－９６。



等收入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暴露于 “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当中，导致国民经济 “脱

实向虚”而丧失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动力。

表１　制造业占比 （单位：％）

国家／地区 名义占比 实际占比 （２００５年固定价格）

高收入经济体组

中等收入 高收入 中等收入 高收入

日本
１９５３—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３—２０１０年 １９５３—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３—２０１０年

３０．３　 ２７．５　 １４．８　 ２３．５

新加坡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 １９７７—２０１０年 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 １９７７—２０１０年

２２．２　 ２５．０　 ２５．５　 ２６．４

中国台湾地区
１９７３—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 １９７３—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１年

３７．７　 ２８．３　 ３３．８　 ２９．３

韩国
１９７６—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 １９７６—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２—２０１０年

２９．０　 ３１．３　 １９．７　 ２９．１

组年平均值 ２９．８　 ２８．０　 ２３．５　 ２９．１

中等收入经济体组

低收入 中等收入 低收入 中等收入

马来西亚
１９７０—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１９７０—１９８９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

２０．３　 ２７．１　 １４．９　 ２６．４

泰国
１９５１—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 １９５１—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１—２０１０年

２０．６　 ３３．５　 １７．８　 ３２．９

中国
１９５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１９５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３１．９　 ３５．０　 １８．６　 ３６．３

组年平均值 ２４．３　 ３１．９　 １７．１　 ３１．９

　　　资料来源：根据ＧＧＤＣ数据库计算。

本 文 对 比 了 四 个 高 收 入 经 济 体 制 造 业 的 名 义 和 实 际 增 长 率 （见 图２），发 现

以 下 结 果。第 一，进 入 中 上 等 收 入 阶 段 后，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率 在 长 期 趋 于 下

降，但 是 在 中 等 收 入 阶 段 的 大 部 分 时 间，制 造 业 增 加 值 仍 然 保 持 正 增 长。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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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结果显示，只有日本的制造业增加值在新世纪之交出现了负增长，不过此时日本已经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半个世纪之久。需要强调，日本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通过对外直接投

资，加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布局，故日本制造业的负增长并非制造业功能和竞争力的

弱化。参见 Ｍ．Ａｎｄｏ　ａｎｄ　Ｆ．Ｋｉｍｕｒ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ＥＲＩ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ＥＲＩＡ－ＤＰ－２００９－２０，２００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ｒｉａ．ｏｒｇ／ＥＲＩＡ－
ＤＰ－２００９－２０．ｐｄｆ，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Ｙ．Ｈｕａｎｇ，Ｎ．Ｓａｌｉｋｅ　ａｎｄ　Ｆ．Ｚｈｏｎｇ，“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４，２０１７，ｐｐ．３０－４７．



二，制 造 业 实 际 增 长 率 的 下 降 速 度 慢 于 名 义 增 长 率，而 且 下 降 得 更 为 平 缓。这

再 次 表 明，仅 观 察 名 义 指 标，可 能 会 对 制 造 业 规 模 的 实 际 变 化 情 况 形 成 误 判。

图２　亚洲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的增长率

　　　注：阴影部分表示中等收入阶段；采用指数形式拟合。

资料来源：根据ＧＧＤＣ数据库计算。

虽然对制造业实际占比稳步增长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因果机制，还需要

更为深入的研究，但典型事实Ｉ至少表明，高收入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不

仅没有去工业化，反而做大了制造业。这与经典工业化理论所推崇的制造业规模经

济是一致的。

本文进一步对比了高收入组和中等收入组的组间差异，发现制造业实际占比提

高，仅是迈向 高 收 入 阶 段 的 必 要 非 充 分 条 件。一 方 面，即 使 一 些 中 等 收 入 经 济 体

（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维持了较高的制造业占比，但是在长达２０年内都未能进入高

收入阶段，表明还存在其他对 跨 越 中 等 收 入 陷 阱 至 关 重 要 的 条 件 变 量。另 一 方 面，

高收入经济体在人口红利消失后，制造业实际占比仍保持长期增长，表明其制造业

实现了比较优势的转换。根据经典工业化理论推断，这个解释因素很可能是制造业

的效率经济。

（三）典型事实ＩＩ：制造业的效率经济

本文利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累积指数，测算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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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① 所用数据来自于生产效率与经济增长国际比较 （ＫＬＥＭＳ）数据库。结果

显示，两国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的趋势十分明显 （见图３）。

图３　日本 （左图）和韩国 （右图）制造业ＴＦＰ累积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ＫＬＥＭＳ数据库计算。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日本的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的制

造等低技术密集型传统行业，ＴＦＰ累积指数趋于下降，但是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的制造、运输设备的制造和机械装备的制造等技术密集型行业，

ＴＦＰ累积指数明显上升，促进了制造业整体ＴＦＰ累积指数持续上升，从１９７３年的

５０．８快速增长到２００９年的９１．２。②

韩国制造业也经历了明显的效率升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韩国制造业ＴＦＰ累

积指数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９．１上升至２０１２年的１２９．１。③ 其中，机械、电子和光学产品、

运输设备的制造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快速增长。但与日本制造业效率改

善方式有所不同，韩国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并非局限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大多数的

中低技术制造业生产效率也明显改善，制造业效率整体上了一个台阶，成为助推韩

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显著特征。④ 该结果表明，制造业效率的持续改善并不

·８０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①

②
③
④

本文根据生产函 数，计 算 ＴＦＰ增 长 率 的 公 式 为△ｌｎＴＦＰｉｔ＝△ｌｎＶｉｔ－ ∑
Ｘ＝Ｋ，Ｌ

νＸｉｔ△ｌｎＸｉｔ。

其中，Ｖ为制 造 业 的 增 加 值，作 为 产 出；Ｘ表 示 生 产 要 素 投 入，包 括 资 本 投 入 存 量

（Ｋ）和劳动投入量 （Ｌ）；ν为要素产出弹性或收入份额。下标ｉ（ｉ＝１，２，…，ｎ）为

行业，ｔ（ｔ＝１，２，…，ｎ）为年份。历年ＴＦＰ累积指数由ＴＦＰ的年增长率计算而得。

记ｔ＊为基期，当年各产业的ＴＦＰ为１００，则第ｔ＊＋ｎ年的ＴＦＰ累积指数Ｉｔ＊＋ｎ＝１００×∏
ｎ

（１＋ △ｌｎＴＦＰ ｉ，ｔ＊＋ｊ）（ｊ＝１，２，…，ｎ）；第 ｔ＊ －ｎ 年 的 ＴＦＰ 累 积 指 数 Ｉｔ＊－ｎ ＝
１００

∏
ｎ
（１＋△ｌｎＴＦＰｉ，ｔ＊＋ｊ）

（ｊ＝１，２，…，ｎ）。

以２００５年为基期，指数为１００。
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指数为１００。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ＴＦＰ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０．８％，８０年代后该数值上升到３．４％。



局限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既发生于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也贯穿于韩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后。本文将该特征称之为 “典型事实ＩＩ”。

上述两个典型事实表明，后发国家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经典工业化理论所

推崇的制造业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仍然存在，还是经济增长引擎的潜力所在。但是，

要将典型事实变成可供其他发展中工业化经济体借鉴的经验，还需要结合产业史对

相关机制作进一步分析。

（四）对两个典型事实的机制性分析①

上述两个典型事实的机制分析对应着两个研究问题———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何实

现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

第一，日韩两国产 业 史 表 明，实 现 制 造 业 规 模 经 济 的 主 要 机 制 是，在 经 济 发

展的不同阶段动态地培育 和 发 展 新 兴 产 业，带 动 下 游 产 业 和 配 套 企 业 的 发 展。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仍处于中等收 入 阶 段 的 日 本 推 行 重 化 工 业 化，振 兴 由 钢 铁、能 源、

石化等组成的 “基干产业”，带动了下游纤维、合成树脂、家电和汽车制造等新产

业的快速成长，推动经济高速增长。这些产业的成长还刺激了耐用消费品的发展，

推动了消费升级。② 日本于６０年代初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后，曾在高速增长时期发挥

重要作用的重化工业国际竞争力开始下降，日本转而将计算机、电子、医药和交通

运输设备等新兴 的 知 识 密 集 型 产 业 作 为 发 展 重 点，带 动 了 大 量 配 套 中 小 企 业 的 成

长，③ 推动价值链升级。奉行 “贸易立国”的日本，其制造业的出口结构变化反映

了产业结构的变化。１９６１年以后，日本的加工食品、纤维品、木制品、陶瓷等产品

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机械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则从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的

平均３２％，上升到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的平均６４．９％。④ 这一时期日本新兴产业的快速

发展，成为实现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主要载体。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前，重点发

展劳动密集性轻工业。１９７０年，韩国三大出口产品为纺织品、胶合板和假发，分别

占总出口的４０．８％、１１．０％和１０．８％，合计占比约为２／３。韩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

段后，制造业加速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重化工业产品出口占比从１９７５年

的２５％升至１９８０年 的５５％。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 期，韩 国 半 导 体、计 算 机、电 子、

汽车、造船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成长。２０００年，韩国出口前三大产品已转变为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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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朴永燮：《经济转型与 “中等收入陷阱”：韩国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３
年第１期。

①　匿名审稿专家对制造业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的形成机制提出了有益的意见，特别是关

于二者互动关系的意见启发了新的学术思考，我们深表感谢。
武田晴人：《高速增长》，贺平译，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第１３—１６页。
安场保吉、猪木武德：《高速增长》，连湘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２５—３１页。
安场保吉、猪木武德：《高速增长》，第５３页。



导体 （１５．１％）、计算 机 （８．５％）和 汽 车 （７．７％）。① 日 韩 两 国 产 业 结 构 的 调 整，

先后都经历了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业和技术 （知识）密集型产业等工业化阶段。

可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是实现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主要

机制。

第二，上述新旧产 业 结 构 的 调 整，成 为 带 动 制 造 业 效 率 提 升 的 重 要 机 制。但

是，制造业效率提升的长效 机 制 更 在 于，当 传 统 竞 争 优 势 弱 化 时，及 时 推 动 制 造

业增长方式从要 素 驱 动 向 创 新 驱 动 转 变，更 多 依 靠 技 术 进 步 实 现 制 造 业 的 升 级。

以日本为例，二战后的劳动力 市 场 改 革 为 工 资 连 续 上 涨 奠 定 了 制 度 基 础，驱 使 日

本制造业发起了一场 “提高生 产 率 运 动”。② 一是在短期内大范围引进先进设备和

工艺，以资本深化推动制造业效率升级。１９６５—１９７５年，日本仅用于技术进口的专

款，就从１．６６亿美元增长至７．１２亿美元，增长了４．３倍。二是在长期内加强自主

创新能力建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抓住经济稳定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的新要求，

逐步建构国家创新体系。③ 进入８０年代后，“为推进以基础研究为中心的、富有创

造性的研究开发”，日本 在 研 究 管 理、研 究 人 材 （才）、研 究 开 发 基 础 设 施 以 及 科

技信息活动等 方 面 开 展 了 系 统 性 工 作，技 术 进 步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达 到４０％以

上。④ 这一系列的努力使得日本成为 “国家创新体系”研究的经典案例。⑤ 类 似 地，

２０世 纪７０年 代 末，韩 国 平 均 工 资 年 均 增 长 率 超 过２０％，采 用 劳 动 节 约 型 技 术

成 为 制 造 业 企 业 的 现 实 选 择。８０年 代 后，韩 国 主 要 通 过 加 大 企 业 自 主 研 发 强

度、引 进 国 外 先 进 技 术 和 增 加 资 本 品 进 口 等 渠 道，推 动 产 业 技 术 进 步，“即 便 是

在 投 资 率 停 滞 的 情 况 下，韩 国 凭 借 技 术 创 新 推 动 了 生 产 效 率 增 长，为 经 济 增 长

奠 定 了 基 础”。⑥

总之，日韩的经验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中上等收入阶段，可通过持续地培育和

发展新兴产业，延伸产业链继续实现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可通过资本深化和加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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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朴永燮：《经济转型与 “中等收入陷阱”：韩国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３
年第１期。
武田晴人：《高速增长》，第５５—５６页。
主要措施包括对标美国和德国的科技投入水平，加大研发经费支出，重点发展面向未

来的战略性新兴技术；提升自主开发技术的能力，从单向技术引进变成推进国际科技

协作；强化国立研究机构的技术供给功能，建设筑波科学城；完善技术教育培训体制，
增加技术人员供给，等等。
参见日本科技技术厅历年发布的 《科技白皮书》。
参见Ｃ．Ｆｒｅｅｍａｎ，“Ｊａｐａｎ：Ａ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Ｄｏｓｉ　ｅｔ　ａｌ．，ｅｄ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Ｐｉｎｔ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８８，ｐｐ．３３０－３４８．
参见朴永燮：《经济转型与 “中等收入陷阱”：韩国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３
年第１期。



业创新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制造业的效率经济。① 因此，经典工业化理论及其升级

版，对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② 关于如何改造

和提升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使其再次成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引擎，需

要专门研究。作为其前期研究之一，这里有必要评估中国当前是否存在 “过早去工

业化”的风险问题。

四、中国是否存在 “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

本节从制造业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两个关键维度，评价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

段后，是否存在 “过早去工业化”风险。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自２００７年进入中等收

入阶段至今已有１０年，受限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目前尚难以对中国制造业进行完

整的评估。下文仅根据趋势作一些初步的研判。

（一）关于中国制造业规模经济的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以２００７年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分界点，采用多种指标，对比在此

前后制造业占比的变化 （见表２）。③

首先，中国制造业名义占比明显下降。（１）２００４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比总体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年平均值３２．３％下降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的３１．１％，下降１．２个百分点。（２）与制造业占比高度相关的工业占比出现类似

的变化，④ 年 平 均 值 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７年 的４０．４％下 降 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的３８．４％。

（３）制造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速 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的 年 平 均 值２４．８％下 降 为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年的１５．５％，下降９．３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３个百分

点，表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在下降。

其次，中国制造业实际占比也出现下降趋势。按照ＧＧＤＣ数据库计算，中国制

造 业 实 际 占 比 的 年 平 均 值 从１９５２—２００７年 的１８．６％上 升 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的

３６．３％。由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仍然是典型的农业国，历史基数过低，该结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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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产业调整升级外，两国都加大了劳动力市场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提高劳动

者素质和改善收入水平，等等。
需要指出，理论的一般性并不表示政策的一般性。例如，随着产业技术的升 级，选 择

性产业政策的瞄准效率下降，产业政策应该转向营造有利的创新环境。

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的制造业增加值，根据当年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测算而得。
由于国家统计局调整了工业增加值的计算方法，自２０１１年起不再单独发布制造业增加

值数据，难以 直 接 计 算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占 比。鉴 于 制 造 业 是 工 业 最 为 主 要 的 组 成 部 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制造业 占 工 业 比 重 的 平 均 值 接 近９０％），在 制 造 业 数 据 不 可 得 的 情 况

下，本文以工业增加值近似地替代制造业增加值。



能反映近期的真实变化。本文利用可比价工业增加值，近似地计算制造业的实际占

比。结果显 示，中 国 制 造 业 实 际 占 比 从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 的 年 平 均 值４４．２％下 降 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４１．１％，下降３．１个百分点。同期的中国制造业实际平均增速也下

了一个台阶，从１５．９％下降为１０．２％，表明制造业的实际规模增长也趋于放缓。

表２　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变化 （单位：％）

制造业指标 Ａ　 Ｂ　 Ｂ—Ａ

Ｉ：制造业名义占比

１９５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平均占比＊＊ ３１．９　 ３５．０　 ３．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

平均占比 ３２．３　 ３１．１ －１．２
平均增速 １４．０　 ８．９４ －５．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２９．５　 ３２．９　 ３．４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２４．８　 １５．５ －９．３

ＩＩ：制造业实际占比

１９５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平均占比＊＊ １８．６　 ３６．３　 １７．７

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

平均占比＊ ４４．２　 ４１．１ －３．１
平均增速＊ １５．９　 １０．２ －５．７

　　　注：＊根据工业增加值可比价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ＧＧＤＣ数据库计算；其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

可见，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至少已经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去工业化趋势，

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去工业化引发了对如下一系列问题的探究。

第一，中国的去工业化是否属于 “过早去工业化”？对此可从三个方面判断。其

一，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制造业 拉 动ＧＤＰ增 长 的 平 均 值 为５．５４个 百 分 点，而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年，该数值仅为３．６５个百分点。这表明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作为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趋于弱化。其二，如果将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当作全球跨越中

等收入陷阱的范例，那么中国制造业相对规模的下降与上述典型事实Ｉ相左，更接

近于拉美的去工业化。其三，中国已经过了制造业实际占比的峰值，然而仍然还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可能会落入Ｒｏｄｒｉｋ提出的过早去工业化区间。综合起来，中国可

能出现了 “过早去工业化”的趋势。

第二，虽然中国制造业实际占比趋于下降，但是仍然高于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在

中上收入阶段的平均水平。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更有能力承受 “过早去工业化”的

冲击？回答这 个 问 题 必 须 结 合 中 国 独 特 的 工 业 化 模 式。首 先，中 国 的 工 业 化 具 有

“压缩型”工业化特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导致中国制造

业占比偏高。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主动且深度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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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分工，大量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也造成中国制造业占比偏高。由于各国

发展模式和全球环境的差异，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体制造业相对占比的可比性

较差，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制造业占比高就一定能承受 “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之间制造业占比的相对高低，而在于如何在发展阶段转换的

过程中，强化一国制造业与长 期 经 济 增 长 之 间 的 联 系，正 视 中 国 “过 早 去 工 业 化”

可能带来的长期增长风险。

第三，应对 “过早去工业化”风险，日韩的历史经验是否具有借鉴意义？根据

前文的分析，日韩实现制造业规模经济的主要机制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培育

和壮大新兴产业。但是，中国在 “压缩型”工业化模式下已经建起了颇为完备的产

业体系，在现有技术经济范式之下，寻找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新产业日益困难。日

韩经验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较为有限。面向未来，中国实现制造业规模经济的基本思

路有两条。一是加 快 利 用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促 进 制 造 业 与 非 制 造 业 活 动 的 融 合 发 展

（特别是加快服务型制造业的发展），更广泛地发挥制造业活动的前后向联系效应，

实现从制造业内部的规模经济向产业之间规模经济的升级。二是提高制造业的附加

值，从外延式规模增长转向内涵式规模发展。中国制造业已经在大多数终端消费品

市场占有较大份额，甚至触碰到全球市场规模的 “天花板”，产能产量的规模经济增

长受限。中国需要增强产业上游高附加值中间产品市场的竞争力，以制造业附加值

的规模经济接力产量的规模经济。从长期看，正在孕育兴起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是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最为重要的发展机遇，中国在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时，应重视发掘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过程中蕴藏的规模经济。①

（二）关于中国制造业效率经济的分析与讨论

现有研究单一地测算了中国的制造业生产效率。② 本文为了便于与前文日韩的

典型事实ＩＩ比较，仍利用ＫＬＥＭＳ数据库计算中国制造业的ＴＦＰ累积指数。③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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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的基本特征是：数据要素将成为新型核心投入；以新一代互联网

技术为支撑的通信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超过交通基础设施；以数据和新一代互联网技

术驱动的制造业智能化，将引领国民体系的智能化。（参见黄阳华：《工业革命中生产

组织方式变革的历史考察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上述每一个

领域，都蕴含着新兴产业的投资机遇和新的规模经济。
参见伍晓鹰：《测算和解读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２０１３年第６期；江飞涛、
武鹏、李晓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４年第５期；刘

明康、陈永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现状、问题和对策》，《比较》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需要说明，ＫＬＥＭＳ项目由各区域项目构成，日本和韩国同属于亚洲项目，而中国为单

独项目，所以在细分的行业口径上会有细微的差异。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中国制造业

行业的ＴＦＰ计算采用随机前沿分析 （ＳＦＡ）。全部制造业的ＴＦＰ以各行业的增加值份

额为权重，加权计算而得。



结果表明 （见图４），过去３０年，中 国 制 造 业 效 率 提 升 较 为 明 显。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

电子及通 信 设 备、电 气 设 备、化 学 品 及 化 学 制 品、机 械 装 备 等 技 术 密 集 型 行 业 的

ＴＦＰ累积指数持续增长，带动了中国制造业ＴＦＰ累积指数总体保持快速上升趋势，

从１９８１年的７１．０增长至２０１０年的１１０．０。

图４　中国制造业ＴＦＰ累积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ＫＬＥＭＳ数据库计算。

为 了 比 较 中 国 进 入 中 等 收 入 阶 段 前 后 制 造 业 ＴＦＰ的 变 化，本 文 分 别 计 算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制 造 业 ＴＦＰ的 平 均 变 化 （见 图５）。结 果 表 明，

进 入 中 等 收 入 阶 段 后，中 国 制 造 业ＴＦＰ累 积 指 数 平 均 增 速 有 所 下 降，从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 的３．２３％下 降 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 的２．９６％，下 降０．２７个 百 分 点。值 得

注 意 的 是，１８个 主 要 制 造 业 行 业 的 ＴＦＰ增 速 也 出 现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下 滑。江 飞

涛 等 的 实 证 研 究 结 果 表 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中 国 工 业 ＴＦＰ年 均 增 长 率 为

－０．８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ＴＦＰ年 均 增 长 率 为０．５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ＴＦＰ
年 均 增 长 率 为－２．１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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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 见 江 飞 涛、武 鹏、李 晓 萍： 《中 国 工 业 经 济 增 长 动 力 机 制 转 换》， 《中 国 工 业 经

济》２０１４年 第５期。该 研 究 使 用 了 更 新 的 数 据，较 好 地 控 制 了２００８年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造 成 的 短 期 外 生 冲 击，因 此 结 果 更 为 稳 健。



图５　中 国 进 入 中 等 收 入 阶 段ＴＦＰ增 长 率 前 后 对 比

　　　注：限于篇幅，横轴的行业用数字代表，其中 “１”表示制造业，“２”至 “１９”表示１８个主要制造业行业。

资料来源：根据ＫＬＥＭＳ计算。

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速下降的趋势，不仅会对制造业的长期增长造成不利影 响，

而且也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今后，改善我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存在两个

政策思路。第一，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行业间的生产效率存在较大差异，表

明行业之间的配置效率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因此，我国亟须深化产业管制体制和

要素市场的改革，拆除部分行业仍然存在的制度性进入壁垒，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加速生产要素的跨行业流动，提高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借鉴日

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在提

升制造业生产效率中的基础性作用。其中，日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效率的快速提

升，以及韩国高中低技术产业全面升级的经验，都有可取之处。对中国这样一个工

业体系完备的世界工业大国而言，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既要大力培育

和发展新兴产业，更要看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具有的提高效率的广阔空间，注重

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对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进一步讨论

如果将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速下降，与同期制造业实际占比下降结合起来考 察，

有可能为中国已显现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提供初步的机制性解释。第一，如果制造

业ＴＦＰ增长率下降是同期制造业实际占比下降的原因，那么中国的去工业化便符合

“恶性去工业化”的特征。该情景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增长仍依赖要素投入驱动，尚

未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当要素成本快速上涨时，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逐渐消失，

同时又没有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会导致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萎缩和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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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加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第二，如果制造业实际占比下降是同期制

造业ＴＦＰ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可能的情景是，制造业的过快萎缩造成上游科技创新

缺乏转移，转化的载体和服务的对象，导致科技创新投入的瞄准效率和投入产出效

率的低下，不利于工业的创新驱动发展，也背离了依靠效率提升增强经济增长动能

的基本要求。第三，如果制造业实际占比下降与同期制造业ＴＦＰ增长率下降互为因

果，那么上述两种情景可能形成恶性循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将会叠加。

总之，在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率和实际占比双下降的情况下，无论出现上述何

种情景，都可能是不利于经济 持 续 健 康 发 展 的 过 早 去 工 业 化，需 要 引 起 高 度 重 视。

当然，揭示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过早去工业化，是今后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的重要研

究议题之一。

五、结　　论

本文立足于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工业大国和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基本国情，研

究了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的工业化战略问题。本文在理论上紧扣经典发展经济学的

理论内涵，并结合东亚高收入经济体在中上等收入阶段制造业调整升级的典型事实，

认为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不仅体现在经济起飞阶段，也适用于中上等收入

阶段，以求超越当前宏观层面的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动力之争，推动以制造业转型

升级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学术和政策研究。

本文还发现，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生产效率增速同时

出现下降趋势，在理论上、经验上和现实层面都可能出现了 “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加大了中国因新旧动能转换失灵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对中国进入中上

等收入阶段后，如何实现制造业规模经济和效率经济的增长，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思

路。即工业化的战略选择不是去工业化，而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

史机遇，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同时要重视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促进我国产

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中上等收入阶段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本文对

中国制造业的分析仅是对中上等收入阶段初期特征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统计

资料的丰富，将得到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研究结论。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６１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ｏｒ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ｕｒｂｓ．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ａｓ
ｐｌｕｎｇｅ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ｉｎ　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ｓｏ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ｏｎｃ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ｒ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ｂｌ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ｅｎｔ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ｅ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８０ｓ，ｔｈｅｙ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
ｒｅｖｉｖ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ｉｓ，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ａｒｅａｓ．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ａｋｅｓ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ｄｅｌｖ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ｏｎ，ｓｏ　ａｓ　ｔｏ　ｓｏｒ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ｏｒｔｕｎｅ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ｏ　ｒｅｖｉｖａｌ．Ｗ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ｙ　ｆ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ｗｉｔｈ　ａ　ｖｉｅｗ　ｔｏ　ｓｕｍｍ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５）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ｔ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ｇｅ
Ｈｕａｎｇ　Ｑｕｎｈｕｉ，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ｇｈｕａ，Ｈｅ　Ｊｕｎ　ｅｔ　ａｌ．·９４·

Ｗｈｅｎ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ｓｅｅ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Ｗ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ｔａｇｅ，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ｏｔｈ　ｆｅｌｌ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６）Ｃｈｉｎａ’ｓ　Ｓｅｍ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ｅｍｉ－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Ｘｉａ　Ｚｈｕｚｈｉ　ａｎｄ　Ｈｅ　Ｘｕｅｆｅｎｇ·１１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ｄｕ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ｒｕｒ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ｇｒｅａｔｌｙ．Ｆａｒｍｅｒ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ｎｊｏ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７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